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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宗教化背景下的颜山农身份定位
王有凭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摘 要】综观颜山农的生命历程与思想基调，可知颜山农不仅为儒学平民化贡献思想资源，更是把其独特宗教性思想融入心学，展现晚明心学宗教化的趋势，但颜山农仍是在儒家意识形态下的传统士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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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ntification of YAN Shan-nong in the Religious Trend of Mind’s Philosophy
WANG You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Jiangsu，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YAN Shan-nong’s life course and his ideological nature,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YAN Shan-nong not only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ivilian trend，but also lead the Confucianism to religious culture, however, he was still a traditional scholar beneath the Confucian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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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所主张的“良知良能”，“满街都是圣人”等内容经后儒诠释，开启了明代儒学平民化的法门，泰州学派成为心学平民化的重要力量。泰州学派的颜山农不仅为儒学平民化转向做出了贡献，也将其独特的宗教化思想融入至心学中，展现晚明心学的宗教化趋势。然而，颜山农的宗教化思想却与名教人士维护理学的主张互相扞格，并因此遭到诘难：“盖自东越之变为泰州，尤未至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
]143虽然，黄梨洲反对王凤洲此种偏激否定，但梨洲为颜山农立传前未能查阅其相关文集，故也作了不恰当评价：“泰州之后……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703黄梨洲把泰州学派视为心学正传之外，认为颜山农思想是名教之“异端”。长期以来，学界探讨颜山农思想的工作，主要在黄梨洲所设定的评判框架下进行，造成了其身份定位的误解。《颜钧集》的发现，拓宽了晚明儒学研究的视野，也利于重新审视颜山农思想。余英时先生对颜山农的看法是：“儒学在他的手上已转化为宗教，这是毫无可疑的”[
]91，进而“认为研究颜山农，最好不要把他看作是《明儒学案》中的人物。”[3]83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仍有待商榷，故本文仅就颜山农的生命历程与思想脉络梳理，指出颜山农的生平实践与其文集所体现的思想确实含有某种宗教性因素，展现晚明心学有朝着宗教文化发展的动向，但颜山农既非正统“名教”下的精英儒者，也非严格宗教意义上的“教主”，仍是平民化儒学意义上的“士人”。

一、颜山农生平及所遗文集

颜钧，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因避明神宗朱翊钧之名讳，更名为铎，此暗含山农仿效孔子“木铎”之意。颜山农“耕樵”之号与“铎”之别名表现出“以耕心樵仁为专业”与“以安身运世为事功”[
]2的平民化儒学志向。依其自述，颜山农“少习儒业”，自嘲为不喜科举的“痴儿”，“十二岁始有知识”，至廿五岁，从其兄颜钥处得《传习录》，研读时遇“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便“触目激心”，于是“即如四语默坐澄心，自为七日闭关”，闭关后“竟获天机先启，孔昭焕发，巧力有决沛江河之势，形气遂左右逢源之机”[4]37，以此启发的天机，颜山农贯通《大学》、《中庸》，便“浑融心性阖辟”，并立下“变易天下之无道”[4]38的理想。随后，依母命给邻里乡亲宣讲“耕读正好作人，作人先要孝梯，起俗急修诱善”，并创办“萃和会”，“会及一月，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业，晚皆聚宿会堂……真犹唐虞瑟僴，喧赫震村谷，闾里为仁风也。”[4]24虽然此处可能有山农自夸之嫌，但“翊赞王化，倡明圣学”之宏图表明了山农“民胞物与”的儒学动机。在此意义上，黄梨洲批判颜山农脱离“名教”并不妥当，山农的做法实际上是沿袭其师王心斋“百姓日用即道”的理念，也恰是将“名教”正统思想如孝悌观念传播至社会各阶层，在伦常生活上“正人心”以“化民俗”。据颜山农回忆自述，他将由心学所悟运用至侍奉寡母上：“仅侍寡慈……精神复旧”[4]24，即颜山农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实践着儒家思想，并获好成效。曾守约亦记述：“叙及平生事……乃知先生事亲至孝”[4]79，颜山农弟子记述亦侧面体现出山农仍是实践“亲亲为大”的儒家士人。其母过世后，颜山农因资历威望不足，无法维系“萃和会”，便出乡游学，“遍证青原人豪（指江西王门士人），大半未然。”[4]24，“狂狷”的山农亦记叙这段“奋游四方”的感受：“颇觉亲朋笑拟，非平日拘检人也。吉郡凡及翁门者，莫不遍证所传之次，而皆不识男子所诣，且恣疑叹：‘士之狂简，恐不类此。’”[4]12颜山农认为吉安之王门士人“不识”己，无法契合。这种带“自怜”口吻的记叙虽未必符合实情，但却符合常情，即作为平民化儒者的颜山农，其“危言危行”必然遭到以正统“名教”自居的儒者诟詈。

由《颜钧集》可看出颜山农儒学造诣不甚高深，“《颜钧集》的一个明显特色是，与当时流行的理学家文集、语录不同……平易通俗，充满民间色彩”[
]470，这与山农知识底蕴不足、不善学理思辨相关。王世贞曾批山农：“读经书不能句读，亦不多识字，而好意见，穿凿文义，为奇邪之谈。”[1]143罗汝芳也委婉点明其师“辞气不文，其与人札，三四读不可句”[4]44。颜山农亦不将个人志趣置于正统儒家学术 [4]83，206。然而，颜山农却得到当时许多士人的信仰与追随，与其独特生命经验所造就的宗教人格魅力不无关系。颜山农亦依据亲身经历的宗教经验：“上格苍冥，垂悬大中之象”[4] 25—26深信“己心”与“天心”相通相印即“心印”，并由此自认为“天生德予余”。考察颜山农对儒学的神秘性“心造”及得“天”昭示后的情感变化与后续行为，笔者认为颜山农思想具有宗教神秘主义的倾向。颜山农在“讲学传道”时也展露其教主心态，将“邱隅”视为另一“杏坛”，自认为传承孔子衣钵 [4] 36，且自创道统体系，不仅认为“大中学庸”学说是孔孟之道的“千古正印”，还将阳明与心斋尊为“祖”[4]35，23。在当时政治高压下，颜山农将因果报应与圣谕律法相结合，编造出许多通俗歌词如《劝忠歌》[4]57，以宣讲儒家伦理大义。类似宗教教规，颜山农也作《道坛志规》立下其“讲学传道”道坛的原则，意图将道坛变为具有宗教色彩的团体。然而，颜山农以宗教化方式来“劝善救世”的举措不仅受名教士人攻击，更遭到官府嫉恨，招来杀身之祸[4]44-47。
二、“七日闭关”的宗教体验

    笔者推测颜山农那些受到“名教”人士所排斥，他却自诩为“明道救世”言行的思想根源，可能来自山农廿五岁时“七日闭关”所获得的宗教神秘体验。《颜钧集》中，《明羑八卦引》、《七日闭关》、《邱隅炉铸专造性》、《履历》、《自传》中均有颜山农自述其神秘宗教经验的大量文字，山农弟子罗近溪与曾守约亦记载其师所悟：“忽胸中凝思七日夜，即心孔豁然内通”[4]44、所学：“触阳明凝神融结之旨而拳拳服膺……至七日恍若有得”[4]79皆与此种宗教神秘体验相关，可见这一宗教神秘体验对颜山农影响深远巨大。具体而言，此经验在身：“超然脱离出监，纵步有乘虚御风之轻爽”[4]38；在心：“若平日偃埋在百丈深坑中，今日俄顷自能升入天堂上”[4]54；还包括山农极为重视的灵慧开发：“人生出世，各各同具有亦孔之昭，潜伏为腔寰之灵，尽被知识见闻偃埋，名利声色侵沸”[4]54山农指出人人皆有智慧，若按七日闭关法便可“获天机先启……逢源之机”[4]37，“心性仁智皎如也。”[4]12，“潜伏孔昭之灵洞开，焕发启明”[4]54可见，颜山农反复强调通过“七日闭关”可恢复人本身具有的、但却被遮蔽的灵慧本性，即佛语“明心见性”之“顿悟”。然而，颜山农的这种宗教神秘体验与其他心学儒者体验有所区别：王阳明“吾性自足”、王心斋“汗溢如雨，心体洞彻”，这类“顿悟”侧重主观上心理释然，即静坐后仅获自身内心平和；颜山农强调“由神秘经验入手，‘执体以应用’，而不是停止于‘归寂以通感’的心理境界的满足。”[4]466前文提及“侍奉寡母”、“创办萃和会”，张榜以“急救心火”[4]1-3分别表明：颜山农注重将其“七日闭关”后的“顿悟”运用至家、乡、社会当中，并非拘囿于个人工夫修养。颜山农这种“顿悟”式的宗教神秘体验为心学注入了新活力，也为晚明心学转向提供了宗教化因素。但需注意，颜山农以宗教神秘体验为导引，以觉民救世为本色的“危言危行”仍处于儒学意识形态的思想框架下。

颜山农为将这种宗教神秘体验传给门人，不仅详细记录了七日闭关[4]38的方法步骤，而且鼓励获得“顿悟”之士人惠及其他社会阶层，以期再造“唐虞之风”。作为平民化儒者，颜山农虽面向社会大众传播儒家伦理大义，但却主要将“七日闭关法”传授给“士人”。换言之，在获得“顿悟”体验上，“愚夫愚妇”并非山农“传教”对象，因为“顿悟”体验，往往易发生在逻辑思辨能力相对弱，但却有较高直觉悟性的知识人身上。为增强吸引力，颜山农也神化“闭关法”功效：“适达乎四书六经之阃奥，若不啻乎视掌之清明。或提撝笔文，如江河水流之沛决。或欲进取科第，又谁得选驳于其间哉！”[4]33，以“举业当自工，科第当自致”功效招徕更多士人。同时，颜山农引经据典[4]54为此神秘方法做合法性与合理性支撑。按一般理解，《周易·复卦》“阳尽阴来、阴尽阳来”循环之道与孔子所言“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及“我欲仁，斯仁至矣”，并无修养开悟的意蕴。然而，颜山农竟能按某种逻辑联结并创造性发挥这些儒学思想，如山农认为“七日闭关凝神澄思，即是《易》乾卦所谓‘潜’（龙勿用），一旦豁然顿觉，即是‘见’（龙在田）”[5]467，可见颜山农为“七日闭关法”能简化并普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直呈易见易取之方，仰辅二难君子以快志，莫厌异诞，实农心造历验，四方人豪洞自乐取者也”[4]54。结合《告天下同志书》与《道坛志规》参看，可知颜山农志在以“七日闭关法”传儒家之道，意图以向能影响其他阶层的“士”进行“讲学”，再由“四民之首”的士人“引掖四方”，最终“天下睹化”。
三、“放心体仁”与“大中学庸”的学说

激愤于晚明“黎庶不饶，一民尺土。”[4]53的社会败象，怀着忧患意识的颜山农自创“放心体仁”与“大中学庸”学说以“急切救世”。“放心体仁”详见于贺贻孙的记述[4]82—83，通过批判其弟子罗近溪“面水闭关”以“人为制欲”的办法，颜山农以“七日闭关”静坐之法来引导罗近溪“放心”，从而“翕通心性”、“活透精神”，故“放心体仁旨在强调心体自然放松。在心学对“欲”的探讨上，王阳明认为“欲”遮蔽良心本体，强调以“循其良知”祛除欲望执念；王心斋认为“凡涉人为皆是伪”，主张心性自然论。继承阳明心学的颜山农，融入自身独特的宗教神秘经验，将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中的“放心”（指放溺的本心）的贬义重新演绎为褒义：祛除心中之执念，反对消极抑制欲望，打通心性，心便获得积极自由。颜山农反“制欲”、倡“放心”目的在于教人“做人”、“救世”，“为今急谋行道上策，只要一个仁”[4]42，人人若能“放心体仁”，天下便可“归仁”，此目的亦表现出山农在平民化儒学意识形态下，具有某种深沉的宗教精神。
王阳明将《大学》与《中庸》视为“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王阳明全集·大学问》卷二十六）；王心斋认定“惟《大学》乃孔门经理万世的一部完书……孔子精神命脉具在此矣。”（《重镌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三），可见心学一脉尤重《大学》《中庸》的学理传承，颜山农亦在承袭此心学传统上，自创“大中学庸”之说[4]17-18，76。颜山农将“大学中庸”视为儒学精神的命脉，并以此为其人生哲学的基石。颜山农的“大中学庸”以《大学》、《中庸》为纲，糅合《论语》、《孟子》，将四书为内容的儒学精神重新演绎。观其文，颜山农不仅以“大中”为体、以“学庸”为用自成其哲学体系，还“牵强附会”地引用《易经·乾卦》赋予此说以变化活力和神秘色彩。颜山农通过“晰大中大易，以变化学庸”[4]49涤除名教的教条习气：“自将迸灭百代蓁芜，千家注集之麋滥”[4]50。颜山农这种远非“六经注我”的做法受到理学家拒斥：“末流衍蔓，浸为小人之无忌惮。”[2]12颜山农解经的任意态度必然会导致曲解儒家经书，潜伏瓦解儒学的危险，遭到名教人士的责难亦非空穴来风。黄梨洲也委婉批评山农的学说：“凡儒先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2]703总之，“放心体仁”与“大中学庸”之说皆体现颜山农“自立宇宙，不袭古今”的气象，为晚明心学平民化演变添增几分宗教神秘色彩，但山农思想基调总体上仍不脱儒学范畴。
综上所述，颜山农将宗教性因素融入晚明心学平民化转向中，体现其思想寓宗教于儒学的特色，其身份亦体现宗教与儒学的胶着融合。晚明社会的信仰危机，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心学平民化对理学“形而上”特性的消解，为弥补此消解带来的精神空缺，宗教化倾向应势而生。考察颜山农生命历程的地域范围——他生平大部分时间主要在明代佛教与道教繁荣地区活动，其思想可能受此宗教环境影响，由颜山农亦可管窥晚明心学的宗教化趋势。但不可否认，颜山农对心学仍持有强烈认同，其思想基调仍处于传统儒学意识形态之中。颜山农的生平实践也并非抱有宗教动机，其志愿仅在实现“君仁臣义民安堵，雉兔刍荛去复来”[4]69[2]704的理想，若把山农归为宗教人士，恐非出自其本意，故本文判定颜山农是有着宗教人格的儒家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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